
中共党史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探索与争鸣·

再议退押运动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关系

黄 柘 淞

〔摘要〕《陈云传》一则脚注暗示“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一事决策于 1950
年 11 月，而西南区的退押运动正好从这月开始铺开。有研究者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先有增税决
策，后有退押运动，地方退押任务和 1951 年农业税较 1950 年的增量有关。这样一来，农民的退押所得
最终会变成 1951 年政府新增的农业税收入。但实际上，1951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 10%一事，在时
间上不是决策于《陈云传》所说的 1950 年 11 月，而是在 1951 年 6 月，远晚于华东、中南、西南的退
押运动，因此不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 在句意上是指 1951 年农业税较先前版本提高 10%，而不是较
1950 年农业税提高 10%，根本就不涉及两个年度的农业税差额问题。因此，不应将这一决策与退押运
动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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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Stud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vement to
Ｒefund Deposits and Agricultural Taxes in 1951

Huang Zhesong
Abstract: A footnote in Chen Yun:A Bibliography suggests that“it was decided in November 1950 that in 1951
the agricultural tax would be increased from the former estimate by 10 percent，and also at that time the movement
to refund deposits in the Southwest began to be carried out． Some researchers have connected these two events，
thinking that first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increase taxes and then there was a movement to refund deposits，
whereby the reason for the local refunds was the increase in the agricultural taxes in 1951． In this way，the peas-
ants’income from the withdrawals eventually became the revenue of the new government’s 1951agricultural tax．
But in fact，“the agricultural tax would be increased by 10% in 1951 from the to the former estimate”was not de-
cided in November 1950 as referred to in Chen Yun:A Bibliography，but rather in June 1951，that is，much later
than the movement to refund deposits in East，Central，South，and Southwest China and therefore the two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taxes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background to the movement． In fact，the agricultural tax in
1951 was 10%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tax，not higher than the agricultural tax in 1950，and it did not involve
any agricultural tax margins during these two years． Therefore，this decision should not be linked to the refund
movement．

一、问题缘起

押金是佃农交给地主的地租保证金，欠租

扣除，辞佃退还。1949 年起，中共在南方新区
发起退押运动，要求地主退还佃农押金，这是

新区农村在土改前的一件大事，也是近年来土

改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 《陈云传》

提供了这样一则史料: 1950 年 11 月，陈云在第
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 “适当增加农业税，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①。
一些研究者认为，陈云说的 “原概算”是指
1950 年农业税，这条史料暗示起码在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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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731
页。



11 月这次会议时，中央已对 1951 年农业税作出
了打算，要比 1950 年农业税增加 10%。
同期的另一件事是西南区的退押运动。西

南区退押运动开始筹划 ( 1950 年 7 月) 、地方
试点 ( 1950 年 10 月 ) 虽然早于这次会议
( 1950 年 11 月) ，但运动大面积开展是从 1950
年 11 月开始的①。
于是，一些研究者认为，退押运动和增加

1951 年农业税这两件事，看似风马不接，但背
后是有关系的。例如，曹树基说: “江津县委依
据什么确定退押数额? 这 ( 指江津县的退押数
额与农业税数字有关 ) 是江津县独有的做法，
还是全国性的现象?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
发;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为了从根本
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陈云提出要尽力增加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

‘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
算增加百分之十’。江津县农业税的增加，就是
这一计划的产物。”② 换言之，在时间关系上，
增税决策在先，退押运动在后，增加农业税是

发起退押运动的一种目的。
娄敏进一步指出，除了时间先后关系外，

退押运动和增加 1951 年农业税还存在数量关
系: “曹文的猜想与论证反映出，江津县的退押
数额与 1951 年农业税增加的任务是相挂钩的，
所以增加农业税是退押运动的目的之一……曹
文并未认为江津县委对退押之 ‘两倍公粮’的
预估是准确的，相反，这是根据中央传达的

‘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任务而制
定的退押计划。在政策逐层传达过程中，为防
止不能完成上级的硬性规定，江津县委有意在

10%的基础上将标准拉高到 1950 年两倍公粮的
标准。从实际执行过程中来看，中央要求增加
10%的农业税的要求，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完
成的最低标准，而江津县委提出的 ‘两倍公粮’
之退押任务则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③ 娄敏指
出的数量关系是，1951 年农业税任务较 1950 年
增加多少，那么地方退押任务最低就要设置成

多少，即地方依据这笔农业税增量来设置自己

退押的硬性任务，为了确保任务完成，可以在

此基础上拟一个更高的数字。
上述研究者从时间关系和数量关系两个层

面归纳了退押运动和增加 1951 年农业税的关
系。本文拟证明，研究者对增加 1951 年农业税
一事 ( 即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
百分之十”) 存在两点误会。第一，在时间上，
研究者是依据 《陈云传》的一则脚注判断出这
一决策是陈云在 1950 年 11 月全国第二次财政
会议上提出的，但实际上 《陈云传》的这则脚
注还值得探讨，这一决策是晚至 1951 年 6 月才
提出的，远远晚于新区退押运动，所以不可能是

退押运动的政策背景，也不可能是退押任务的设

定依据。第二，在句意上，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
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意思是要把 1951
年农业税任务较先前版本 ( 根据财政形势的变
化，1951 年农业税任务有多个版本) 提高 10%，
而不是要把 1951 年农业税任务较 1950 年农业税
提高 10%，研究者误以为这句话说的是两年度农
业税有差额，并将之与退押运动做了不当联系。

二、关于《陈云传》的一个脚注

相关研究者讨论的增加 1951 年农业税一
事，出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陈云
传》，史料原文如下: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

朝战争的需要，必须增加收入，削减支出。陈
云提出 “对支出用 ‘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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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西南区退押运动的时间线，来自以下史料: “自
七月中央局第三次委员会上确定今冬明春清匪、反
霸、减租、退押的方针和步骤后，各地为了贯彻此
一方针，随即利用整风及党代会议传达，并进行了

整顿农协，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召开农代会、各代
会及制定减租退押的条例和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的准

备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亦以此为中心议
题，各地并于十月以后与征粮同时组织了若干县份，

开始进行了典型试验”，“西南各区于迅速完成征粮
工作后，均在十一月份内先后转入减租退押运动。
从两个月的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一般尚属正常”。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4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32 页;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
版社，2006 年，第 314 页。
曹树基等: 《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
学报》2013 年第 4 期。
娄敏: 《再论江津县退押运动的几个问题———对〈江
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一文的学术回应》，《中共党
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用 ‘挤牛奶’的办法”①。
“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
入。具体办法是: 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对酒和卷
烟用纸实行专卖; 开征契税，增加若干产品货
物税和进、出口税; 加强征收管理，堵塞漏洞，
把偷、漏的税统统收回来。②

《陈云传》在上述引文的第一段末用脚注指
出，此为陈云在 1950 年 11 月第二次全国财政
会议上的报告。结合这个脚注，上述引文向读
者造成的印象是: 1950 年 11 月，陈云在第二次
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财政增收的 “挤牛奶”的
四条办法，其中一条是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
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如此一来， 《陈云传》就暗示了 “一九五

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起码早
在 1950 年 11 月就已提出。基于这种暗示，相
关研究者才会认为在时间关系上，增税决策早

于退押运动，在数量关系上，地方退押的硬性

任务就是 1950 年农业税的 10%。
但是，1951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 10%

一事，真的是 1950 年 11 月陈云在会上提出的
吗?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回到对 《陈云
传》的考察上来。
《陈云传》的脚注说，它提到的 “挤牛奶”
措施引自陈云 《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
针》一文 ( 该文是陈云在 1950 年 11 月第二次
全国财政会议上的讲话 ) ③。比较二者可以发
现，《陈云传》在引用时做了一些筛选和改写，
示如表 1。

表 1 《陈云传》对陈云讲话里“挤牛奶”措施的筛选和改写 (原文引用)

措施 《陈云传》(二手文献) 陈云讲话 (一手文献)

1
“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
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未提及

2 “对酒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 未提及

3
“开征契税，增加若干产品货物税和进、
出口税”

“征收契税，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

4
“加强征收管理，堵塞漏洞，把偷、漏的
税统统收回来”

“各级政府及税收机关要加紧收税。地方漏税百分之十五
到三十，这个估计不算多……应该想办法堵塞这个漏洞”

5 未提及
“某些民用必需品，如纱布，可以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保
证资本家的一定利润，按照供销情况实行合理的统购与配

售，增加统销税，国家又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6 未提及 “增加公粮附加”④

7 未提及
“地方收入上解一部分，如地方公粮附加及地方企业收入，
要缴中央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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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请注意本句后有脚注，脚注内容如下: “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15 日。见《陈云文选》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 页。”
《陈云传》上册，第 731 页。
《陈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1—120 页。
需要说明的是，《陈云文选》提到的“增加公粮附加”和《陈云传》提到的“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
之十”是两码事，后者不是对前者的文意转述。增加公粮附加，是指增加 1950 年农业税的地方附加税率，9 月份决定
是 15%，11 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后决定提高到 30%。1951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 10%，是指 1951 年农业税总任
务比先前版本增加 10%。特此说明，以防细心的读者产生疑惑。1950 年 9 月对农业税地方附加税率为 15%的规定，参
见《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 (1950 年 9 月 5 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 《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 5 册，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年，第 91 页。1950 年 11 月把农业税地方附加税率提高为 30%的规定，参见《关于一九五〇年
公粮征收的决定》(1950 年 11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财政卷)》，经济管理
出版社，1995 年，第 521 页。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虽然 《陈云传》暗示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是陈云在 1950 年 11 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
说的，但追溯陈云讲话原文，查无此事。这一
决策可能不是发生在 1950 年 11 月，具体时间
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倘若是发生在 1950 年 11
月之后，就很难说这是退押运动的背景了，因

为开展退押运动最晚的西南区在此时都已经将

运动铺开了。

三、“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
增加百分之十”的决策时间

这一决策实际发生在 1951 年 6 月。1951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向各行政区发电，告知目前
财政困难，拟将 1951 年农业税任务增加 10%，
向大区征集意见，全文如下:

( 一) 近两三个月以来，由于军事费用和其
他费用不断增加，今年三月份修改的全国财政
概算，已大大突破，不可能继续维持……这是
不可能完全用银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的，必须
从增加收入减少开支着手。

( 二) 兹提出如下解决办法: ( 1 ) 增加税
收六万七千亿元 ( 按成留给地方的约三万亿元
在外) ，这是比较可靠的。 ( 2 ) 增加企业利润
和减少经建投资两项可挤出三万亿元。 ( 3 ) 举
行全国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估计可得一万七千
亿元。( 4 ) 农业税，在原分配任务基础上，再
增加一成，共二十三亿斤，合一万八千亿元。
以上四项，共为十三万二千亿元。二十六万亿
元减去十三万二千亿元，赤字仍有十二万八千
亿元。

( 三) 现在夏征即将开始。如按上述方案实
行，则公粮任务须从原公粮任务二百三十二亿
七千七百六十五万斤，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亿零
五百四十一万斤。各区分配如下: 华北原任务
为三十二亿一千二百六十五万斤，增加三亿二
千一百二十六万斤，共计三十五亿三千三百九
十一万斤; 华东原为五十二亿斤，增加五亿二
千万斤，共计五十七亿二千万斤; 中南原为五
十九亿一千万斤，增加五亿九千一百万斤，共

计六十五亿零一百万斤; 西南原为三十二亿五
千万斤，增加三亿二千五百万斤，共计三十五
亿七千五百万斤; 西北原为十三亿八千万斤，
增加一亿三千八百万斤，共计十五亿一千八百
万斤; 东北原为三百万吨，增加三十万吨，共
计三百三十万吨，折合细粮为四十四亿八千八
百万斤; 内蒙原为二亿四千五百万斤，增加二
千四百五十万斤，共计二亿六千九百五十万斤。
这一方案，除增加各项税收和增加企业利润外，
增加农业税和抗美援朝捐献两项，共四十亿斤
米，实际要大部加在农民身上。是否可行，请
将你们的意见即日电告。因为夏征已到，能否
增加农业税需要迅速决定。①

半个月后的 1951 年 6 月 21 日，中央再次
发电，告知地方此事已成定局:

中央六月六日电所提出的提高各项收入以

弥补赤字的方案，经征求各地意见的结果，对
提高各项税收任务数字和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数

字，均无异议，即决定照所提数字列入预算。
关于农业税增加一成的问题，各地意见不完全
一致。中央考虑，为了弥补赤字，为了国家能
确实掌握一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 这是根据今
年买不到棉花所得出的一条经验) ，今年公粮仍
以增加一成为有利。这样做有其困难的一面，
如新解放区因土地改革的结果，地主富农累进
部分减少了，新翻身农民的生产资料仍感不足，
以及去年农业税并不算轻等等; 但亦有有利的
一面，去年全国丰收，土产品、特产品大部推
销出去，今年夏收一般也算是丰收的，加上抗
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普
遍和深入，农民爱国主义情绪增高等等，估计
动员得好是可以完成且不至于出危险的。因此，
最后仍决定增加一成。请即根据中央六月六日
电报所分配的数字和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

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的办法，迅速布置保
证完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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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6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97—198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6 册，第 233—234 页。



1951 年 7 月 8 日，政务院发出 《关于追加
农业税征收概算的指示》: “为了适应国防和财
政的需要，为了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以保

证军粮、稳定粮价，政务院决定本年农业税照
原概算增收 1 /10。”① 至此，6 月的党内决策落
实到了行政上。
以上就是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

增加百分之十”一事的基本过程②。通过上述
电文，我们能够得知以下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在时间上，1951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

算增加 10%一事是晚至 1951 年 6 月份在财政危
机下的因时制宜之举。 《陈云传》在撰写 “抗
美援朝中的财经工作”一章时，将此决策表述
为抗美援朝时期 “挤牛奶”的措施是没问题的，
但因为其他几条 “挤牛奶”措施引自 1950 年
11 月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就把这条措施也
顺带脚注成这个时间，有些欠妥。
第二，在句意上，1951 年农业税按照原概

算增加 10%的意思，不是指 1951 年农业税任务
比 1950 年要增加 10%，而是指 1951 年农业税
任务要比前一版本增加 10%。这提示我们，
1950 年农业税任务可能有不断修改的多个版
本，笔者将在下一节进一步考察。
再回头看相关研究者的论点，娄敏解释曹

文说: “曹文并未认为江津县委对退押之 ‘两倍
公粮’的预估是准确的，相反，这是根据中央
传达的 ‘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
任务而制定的退押计划。”这就相当于在说: 江
津县委在 1950 年 11 月成功预测到了中央会在
1951 年 6 月考虑 “按照原概算增加 10%”，于
是根据这笔农业税任务增量，提早设定出了当

地的退押任务。这种论点就属于过度联想了。③

四、1951 年农业税原概算
也与退押运动无关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追问，上一节提到过，

1951 年农业税概算有多个版本，如果曾有某一
版本的 1951 年农业税概算先于退押运动出炉，
且较 1950 年农业税有增加，那么 “退押任务是
根据 1951 年农业税较 1950 年的增量而设定”
之说依然可能成立。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考察两个问题。
第一，在时间关系上，退押运动与 1951 年

农业税最早概算谁先谁后? 如果退押运动早于

1951 年农业税最早概算，那么退押任务就不可
能是根据 1951 年农业税较 1950 年的增量去
设定。

1950 年 12 月 31 日，中央对大区发出一则
电文: “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经
过全国财政会议的商榷，各大行政区财委的同

意，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座谈，业于十二月

二十六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并得到批

准……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及其
附件，将由中财委密送各中央局、分局，你们
收到这些文件后，根据本指示原则，望在适当

会议上进行口头传达并下达。”④ 这则电文提到
了概算出台的几个环节，最早的是 “经过全国
财政会议的商榷”。此应指 1950 年 11 月的第二
次全国财政会议，因为陈云在这次会上的讲话

稿也提到说，召集各大区财经委来开会，任务

之一就是讨论 “明年度的财政概算”⑤。据此可
以推测，1951 年最早的农业税概算很可能是在
195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出炉的，且晚至 1950
年 12 月 31 日，中央才把最终数字下达给大区。
再来对比退押运动的时间。华东区的退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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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陈如龙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 (1949—
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 43 页。
另有著述也有相同表述，参见高培勇编: 《共和国财
税 60 年》，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0、402 页。
当然，这一过程除了笔者已列出的中共中央文件、
政务院指示外，还包括 1951 年 6 月全国财政会议的
讨论等资料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引用。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反对娄敏的这种说法，但

在理解“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
十”的句意时也犯了相同错误，以为 1951 年农业税
任务真的比 1950 年增加了 10%。下面这段话体现了
笔者的错误: “1951 年中央决定全国农业税概算较
1950 年提高 10%，一是出自 1951 年平均税率的上
浮，二是出自地方附加的提高，这样大体形成了

10%的农业税概算额提高。”参见黄柘淞: 《江津县
退押运动再研究———与曹树基教授等讨论》，《清华
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4 册，第 451、454 页。
《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111 页。



运动，在 1949 年 11 月指令停止①; 中南区在
1950 年 4 月指令停止②; 西南区解放最晚，退
押运动因此也晚，于 1950 年 7 月开始筹划，10
月试点，11 月铺开。所以基本可以确认，新区
退押运动早于 1951 年农业税最早概算出炉的时
间 ( 1950 年 11 月至 12 月) ，更早于 “一九五
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时间
( 1951 年 6 月) 。因此，基于时间先后关系，谁
都不可能根据 1951 年农业税较 1950 年的增量
来制定退押任务。
第二，1950 年、1951 年农业税谁多谁少?

如果 1951 年农业税历次概算相对于 1950 年没
有增加，那么退押任务也不可能是根据 1951 年
农业税 “增量”来设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战争仍在继续，经

济环境也不稳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财政

概算不断调整，以新代旧，形成多个版本。
1950 年的全国财政概算进行过四次，每次包含
的农业税概算示如表 2。

表 2 1950 年全国财政概算里的农业税概算

版 本 概算数 (亿斤)

第一次概算 (1949 年 12 月) 200

第二次概算 (1950 年 6 月) 204

第三次概算 (1950 年 8 月) 198

第四次概算 (1950 年 12 月) 286

决算 259

数据来源: 《1950 年度全国财政收入执行计划变

动情况表》《1950 年度国家岁入总决算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 1949—1952 ) ( 财政

卷) 》，第 276、658 页。表格里四次概算的原数据单

位为“万斤”，决算的原数据单位为 “斤”，为便于读

者阅读，笔者四舍五入后全部统一为“亿斤”。

由表 2 可见，1950 年农业税前三次概算稳
定在 200 亿斤附近，但第四次概算提高到 286
亿斤，大增约 43%。那么，在第三次概算
( 1950 年 8 月 ) 到第四次 ( 1950 年 12 月 ) 概
算之间，有哪些原因导致农业税概算意外提

高呢?

首先是 1950 年秋征前后的查田。中共知道

国民政府的田赋册并不真实，瞒田抗粮司空见

惯，中共 1949 年的秋征虽然有 “挤黑田”之类
的口号，但因为新区各方面条件不足，实际上

还是依据国民政府的田赋册来征粮。第一次
“查田定产” “依率计征”是从 1950 年秋征开
始的。由于农业税概算的公式是 “农业税概算
额 = 核定总产量 × 每人平均农业收入额的税
率”③，查出的黑田越多，农户的产量就越高，
既扩大了税基 ( 即 “核定总产量”一项) ，又
提高了税率等级 ( 因为人均农业收入提高后会
导致对应税率等级提高) ，两者叠加相乘后，查
田定产较小的变化，就能带来农业税概算较大

的变化。时任财政部农业税司副司长彭晓帆说:
“在一九五〇年农业税征收过程中，查田定产，
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 省略部分是作者大
段举例各地查出黑田的数据———笔者注) 查田
工作的成就，不但促进了负担的公平合理，而

且也防止了地主富农的瞒税，增加了国家的财

政收入。”④

更重要的原因是 1950 年下半年中央因为财
政压力决定临时加派农业税。中财委当时报告
说: “( 1950 年) 八月以来，财政上感到很大困
难，比二月财政会议后还难过……现在每天所
有收入尚不敷零星支付，迄今日止，库存款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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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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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发生退押金和清算的地区，应当根据实情妥
善加以处理和结束，不再扩大; 尚未退押金扩大清

算的地区，应立即停止进行。” 《华东局关于减租运
动中若干问题给浙江省委的复示》 (1949 年 11 月)，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615 页。
“望令各地停止退押，已退者，亦不要送还，地主自
愿退还者，农民亦可接受，但不要再去动员群众退

押，不要向地主追逼”，“关于退押问题，同意中央
指示，取消退押口号，已退者不再倒退，未退者停

退”。参见《中央关于停止向地主退押金问题给中南
局的指示》 (1950 年 4 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
编》，第 629 页。
《财政部关于改进农业税征收业务中的几个问题的指
示》 (1951 年 6 月 28 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
《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 5 册，第 195 页。
彭晓帆: 《一九五〇年农业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节
录)》(1951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
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财政卷)》，第 556—
557 页。



一百亿元左近，而积欠则达一万二千余亿

元。”① 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当
财政面临困难时，自然会考虑打农业税的主意。
1950 年 11 月 24 日，邓小平对云南省委的一则
电文透露了这种动向: “对公粮征收，中财委及
政务院正考虑比原派数加征百分之十五，同时

增加地方粮比例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你们
布置时间较迟，为避免再来一次起见，请即作

恰当的调整。”② 三天后，政务院也确实下达了
指令，把 1950 年农业税的地方附加一律从正税

的 15%提高到 30%，与邓小平所言 “比原派数
加征百分之十五”吻合③。若中央确实如邓小
平提及的方案那样去加派农业税，则可以计算

出会提高 15% 至 30% 的农业税概算④。这是
1950 年第四次农业税概算大增的主因。⑤

以上是 1950 年历次农业税概算的情况，着
重分析了第四次概算增加的原因。下面再来看
1951 年的全国财政概算。1951 年也进行过四次
概算，每次包含的农业税概算示如表 3。

表 3 1951 年全国财政概算里的农业税概算

概算数

(亿元)

概算数

(亿斤)
数 据 来 源

第一次概算

(1950 年 12 月)
179664

234
(测算)

第 1208 页《一九五一年度国家收入总决算表》: 农业税收入，1950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概算数 179664 亿元。

第二次概算

(1951 年 2 月)
179107 233

第 790、792 页《一九五一年度国家财政收支总预算编成说明》: 2 月
财政会议后修正的 1951 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农业税 179107 亿
元，系按今年夏秋两季征收公粮 232． 75 亿斤计算的。

第三次概算

(1951 年 3 月)
178938

233
(测算)

第 788 页《中央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三次变动
的报告》: 全国财政收支概算依照上述增减后，全国财政总收入为
688234 亿元，内计农业税 178938 亿元。

第四次概算

(1951 年 6 月)
196899 256

第 796 页《一九五一年度国家财政收支总预算编成说明》: 6 月全国
财政会议决定再增征原任务的 1 /10，除西北及内蒙古之牧业税不增加
外，其他各区及西北农业税按今年任务增加 1 /10，共增加 23 亿斤粮，
折款 17792 亿元。增加后农业税收共计 255． 75 亿斤，折款 196899 亿
元。

决算 170413
222
(测算)

第 1208 页《一九五一年度国家收入总决算表》: 农业税收入，决算数
170413 亿元。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 1949—1952) ( 财政卷) 》，1995 年。各页的原文已在本表
列出，便于读者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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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王绍鏊: 《八月以来财政情况》 (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财政卷)》，第 632 页。
《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953 页。
1950 年 9 月的规定参见《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950 年 9 月 5 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 《新中国农业税史料
丛编》第 5 册，第 91 页。11 月的修改参见《关于一九五〇年公粮征收的决定》(1950 年 11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财政卷)》，第 521 页。
邓小平说的这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正税提高 15%，地方附加不变，仍然为正税的 15%，则农业税增加 (1． 15 ×
1． 15) ÷ (1 × 1． 15) － 1 = 15% ; 第二种方案是正税提高 15%，地方附加提高到正税的 30%，则农业税增加 (1． 15 ×
1． 3) ÷ (1 × 1． 15) － 1 = 30%。
或有人问，既然 1950 年 11 月中央要求增加 1950 年农业税，那么这是否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呢? 实际上，这仍然不
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因为华东、中南、西南的退押运动在时间上决策得更早，增加 1950 年农业税是后来的事情，
在决策退押运动时是不可能有所料及的。



数据说明: 1．编制 1950 年财政概算时，人民币物价不稳定，所以概算用粮食为单位; 编制 1951 年财政概算
时，人民币物价基本已经稳定，所以农业税概算既用人民币为单位，也用粮食为单位。2． 本表的概算一、概算
三、决算的“亿斤”数据空缺，文献只提供了“亿元”数据，对应的“亿斤”数据是笔者测算的，其后标注了
“测算”。3．测算方法是这样的，先查到人民币和粮食的三种折价: “东北收支按每斤高粱米 525 元折合; 内蒙收
支粮价按每斤 400 元折合; 关内粮食收支部分，按每斤平均 840 元折合。” ( 第 796 页，文献来源同本表) 。虽然
现在已知有东北、内蒙古、关内三种折价，但全国概算里的“全国折价”还需要测算。由于每次修改概算时，东
北、内蒙古、关内的任务在比例关系上不变或者变化极小 ( 都是集体上浮、集体下调) ，所以历次概算里的“全
国折价”是基本相同的。又由于概算二同时提供了“亿元”和“亿斤”两个数字，所以据此可算出 “全国折价”

是 179107 亿元 /233 亿斤 = 769 元 /斤，再据此测算出了概算一、概算三、决算的“亿斤”数。笔者对这种测算有
信心，概算四同时提供了“亿元”和“亿斤”两个数字，可以用来做一个检测，概算四按笔者的方法测算数是
256． 05 亿斤，而文献提供的直接数字是 255． 75 亿斤，笔者的测算偏差只有 0． 1%，已足够准确。另外，本表的
目的是与表 2 的数字做大小比较，对数字精确度要求也不高。

由表 3 可见，1951 年农业税前三次概算都
稳定在 230 亿斤左右，但第四次概算提高到 257
亿斤，增幅约 10%。原因已在上一节考证，系
因财政支出超出预计，因而决定 “一九五一年
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梳理了 1950 年、1951 年农业税历次概算的

基本情况，我们再回到本节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比较 1950 年和 1951 年农业税任务到底谁重谁
轻? 是否存在 “增量”?
如果用决算比较决算。1950 年的决算是

259 亿斤，1951 年是 222 亿斤，所以 1951 年农
业税更轻，不存在 “增量”。
如果用概算比较概算。因为概算是以新代

旧的，当有了 “1951 年农业税概算”这个概念
时，“1950 年农业税概算”就是指最近一次的
概算，也就是第四次概算的 286 亿斤。而 1951
年农业税的四次概算均远低于 286 亿斤，仍然
是 1951 年农业税更轻，也不存在 “增量”。
至此，本节的第二个问题，即 1951 年农业

税任务较 1950 年是否存在 “增量”，已经考察
完毕。笔者认为，所谓 “增量”并不存在，所
以不宜去说 “增量”和退押运动有什么关系。

五、总 结

《陈云传》提到的 “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

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实际决策于 1951 年 6
月，远晚于新区退押运动，不可能与退押运动

有关。相关研究者误会了决策的时间和含义，
因而在时间关系上认为增税决策早于退押运动，

在数量关系上提出地方根据中央传达的 “按照
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任务而制定退
押计划。
退一步讲，1951 年农业税原概算也和退押

运动没有关系。在时间关系上，先有新区退押
运动，后有 1951 年农业税最早概算的出现; 在
数量关系上，1951 年农业税无论是概算还是决
算都低于 1950 年农业税。所以，退押任务不可
能根据 1951 年农业税较 1950 年的增量来设定。
客观地说，退押运动让农民分割了地主财

富，农民更加富裕了，对政府将来可能的加税

行为有更高的容忍度，从这个角度去解说退押

运动和农业税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误会了时
间关系，认为政府是怀着增加次年农业税的目

的去发起退押运动，说地方是根据两年度的农

业税差额去设定退押任务，则是猜想的成分

稍多。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021· 中共党史研究


